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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水权”与社区水资源治理 

——内蒙古查村的个案研究 

 

石腾飞 
 

 

摘要：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本文分析了水权的社区实践及其运作机制，提出了“关系水权”概

念。“关系水权”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村民的灌溉管理实践中，是以村庄社区为中心演绎出的一

种非正式的水权运作方式。“关系水权”中的“关系”包括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

村民的庇护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关系水权”与正式水权制度是一种共生关系，是

村庄共同体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机制。同时，“关系水权”也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是村民借助村干部的

庇护，凭借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重新界定水权，实现水资源社区自主治理的实践。“关系水权”的运

作是一把“双刃剑”，存在均衡性与非均衡性两种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村民获得制度外的额外水资

源，满足其自身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不均衡利用带来的水权纠纷及灌溉用水危机。农村水

权制度改革应凸显村庄社区和村民的主体能动性，依托农民用水户协会，将“关系水权”中的积极因

素制度化，最终在“社区水权”层面实现农村灌溉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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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事务如何治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Hardin（1968）用“公地悲剧”来形容公共资源的

过度利用和枯竭问题，认为其实质是个体的理性行为导致了资源利用的非理性后果。为缓解“公地悲

剧”和促进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关研究者（例如Demsetz，1967；Hardin，1978；Smith，1981）

提出国家干预以控制人口和产权私有化以克服公共资源的外部性这两种解决途径。然而，实践表明，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公共资源的治理困境并没有因为国家的介入而得到解决；同样，产权私有

化不仅没有缓解“公地悲剧”，反而由于理性的增长和“技术的外部性”问题导致更严重的资源枯竭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的环境、开发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12AMZ009）以及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1批面上资助项目“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的草原生态治理研究”（编号：70450608）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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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1980）。基于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1992）提出“公共池塘资源”的社区自主治

理模式，主张在较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内部，通过行动者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构建自主和民

主的合作机制。 

受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启发，近年来，社区自主治理和社区参与式管理模式引起了较多关注，

建基于此的中国经验也在丰富着公共事务治理的相关知识。例如，荀丽丽（2009）在分析草原生态治

理时，主张回归“社区”，并对在人类历史中持续存在和行之有效的社区“共有产权”持肯定态度。陈

秋红（2013）通过引入一个社区主导型草地共管案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其内在机制的因

素，论证了社区主导型草地共管模式促进了牧民增收、草地资源的保护和社区治理的改善，是一种有

效的草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模式。朱冬亮（2013）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落实到村庄社区场域，指

出应重新整合村庄变迁过程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有适用意义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彰显村庄社区在产权

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 

水权是产权理论在水资源治理领域的具体应用，水权制度建设被认为是提高水资源配置与利用效

率的有效手段。从农村集体水权制度改革的现状看，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组织依托的灌溉水资源社区

自主治理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路径选择。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制度安排虽然突出了村落、社区的重要

性，体现了对历史和传统习俗的尊重，但是，无论从宏观的产权制度安排来分析，还是从微观的社区

自治实践来看，在中国农村灌溉水资源的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水资源社

区自主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中央政府将水资源指标逐级分

配到地方后，地方政府便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并直接参与到村庄社区层面的水资源治理中。地方政

府对社区水资源的直接治理不仅影响了水权的社区实践，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灌溉用水不足、农民用水

权益受损以及水权纠纷不断等社区水资源治理问题。在这一情境下，通过什么路径和机制实现社区水

资源有效治理，成为当前中国农村集体水权制度改革中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

疑需要对水权社区实践的具体过程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当前政府主导的水权制度建设过程中，水权的社区实践呈现出什么样的逻

辑？这种逻辑对社区水资源治理能起到什么作用？在村庄社区层面，水资源的社区自主治理何以可

能？农民用水户的主体能动性和用水权利又该如何实现？  

（二）研究定位：产权的社会视角 

对产权的研究一直融合了多学科的维度，其中以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较为集中。经济学家

主要关注产权分配对经济绩效和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认为“产权是一束权利”（Coase，1960；Carruthers 

and Ariovich，2004；道格拉斯·C·诺思，1991；柯武刚、史漫飞，2002）。与经济学的产权解释路

径不同，社会学相关研究将产权置于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考虑，在社会关系结构中重新认识产权的界定

过程。这一研究路径被称为“产权的社会视角”（曹正汉，2008）。 

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社会学家注意到产权制度实践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提出诸多有

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例如“关系合同”（刘世定，1999）、“社会性合约”（折晓叶、陈婴婴，2005）、

“复合产权”（张小军，2007）等，并认为产权中的“关系”不仅包含人与物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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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围绕着资源的占用行为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观点的

基础上，申静、王汉生（2005）认为，产权不是划分明确且一经形成便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相反，

产权界定与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本运作、权力博弈等密切相关，是个体行动者通过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不

断互动，对产权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折晓叶、陈婴婴（2005）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基本权利关系

的制度表达，实践中的产权不是一种条文、律例或规定，而是一种留有解构和建构空间的制度安排。

相关研究还在更微观的层面注意到了农民的产权感知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指出农民的产权安全感并

非来自法律赋权，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经济收入、政治资本等社会性因素（Ma et al.，2013；Broegaard，

2005；Gelder，2007）。张佩国、王扬（2011）从农民自身的习惯和观念出发，揭示了水权背后的民间

秩序，指出建立在村界观念基础之上的水资源相关共有习俗构成了水权制度的核心内容。马道明等

（2011）基于对安徽省某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农业用水的“公地悲剧”及水权纠纷的解决需要在对

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有完整认知的基础上，清晰划分使用权，并建立制度约束。 

社会学视野中的产权研究同样注意到产权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例如，张静（2003）在研究中

国农村土地使用规则时，注意到了权力关系在土地利用中的作用，指出土地使用权的界定遵循政治权

力竞争的原则。马良灿（2009）的研究同样表明，地权可以因政治权力的强迫或社会观念的改变而发

生改变，农村集体地权问题的解决需要关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曹正汉、冯国强（2016）

则将国家的治理结构引入产权社会视角的分析框架中，认为政府权力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对产权的社会

建构具有影响。Bues and Theesfeld（2012）注意到了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对水权的形塑作用，展示了在

政府和外来资本共同运作下农户水权被转移的社会过程。李华（2014）则通过研究市场化背景下支配

村庄水资源分配的社会权力关系，将工业对农业水资源的掠夺和攫取现象归因于资本和村民之间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认为乡村社会的水资源短缺本质上是一个关乎分配的政治问题。 

总之，在产权的社会视角研究中，产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不同主体之间社会关系、权力关系

的体现和反映。产权在不同社会主体、国家与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互动过程中被反复

界定。基于对产权的社会视角研究中“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综合考虑，周雪光（2005）提出

了“关系产权”的概念，用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间的产权关系。以“关系产权”为学术起

点，臧德顺（2012）提出“关系地权”，分析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地权制度。 

水权是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和支配权等组成的权利束（沈满洪，2005）。受产权的

社会视角研究脉络的启发，本文将“社会逻辑”①引入对水权的分析中，以一个发生在中国乡村社会中

的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案例为基础，提出“关系水权”概念，以期拓展“关系产权”的研究领域。本研

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自上而下的水权制度在社区实践过程中遵循的社会机制，并对其进行社会关系结构

层面的分析与解释，以期为新时期中国农村社区的灌溉水资源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在本文研究中，社区水资源治理的涵义是，在地方政府主导水权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村民通过“关

系水权”的运作，对水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满足自身灌溉用水需求，并实现社区层面水资源有效配

                                                  
①除包含社会关系的意涵外，还蕴含水权运作的社会机制及其他社会性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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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社会过程。 

（三）资料收集方法与调查地点 

本文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自 2011 年起在内蒙古西部清水区展开的长期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方法

主要有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清水区①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省级开发区，下辖 9 个牧业嘎查（下文

统称“村”）、8 个农业村和 1 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1.4 万人。本文的研究个案——查村为其中的一个

农业村。清水区水资源短缺，境内无地表径流，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48.9 毫米，平均蒸发量为 2717.9

毫米。1990 年，经水利部批准，跨省（区）建设引黄灌溉工程，清水区的批准年用水量为 5000 万立

方米。这成为清水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 

二、地方政府主导的“水权转换”与农业节水实践 

清水区地处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单

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水区都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对清水区地方政府

而言，在产业承接和产能转移的过程中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由于地处干旱的北部边疆地区，缺水是制约清水区地方工业发展的“瓶颈”，大量涉水工业企业

因无取水指标而无法立项。为解决“水困”难题，2005 年，地方政府提出“水权转换”的思路，以期

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所谓水权转换，是指水资源使用权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换。

在这一过程中，需水工业项目相关企业对打算出让水权的农业灌区进行投资，开展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主要包括渠道衬砌和渠道建筑物改造两方面，而通过节水改造工程节省下来的水量就可以转换给投资

进行节水改造的企业。水权转换的实质是工业企业高价向农业部门“买水”，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经济资

本属性。 

在“准市场”机制的影响下，通过水权转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发展出“以水生财，以财治

水”的水资源治理模式（刘敏，2016）。在水权转换过程中，“水权”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提供了筹码，

而“转换”则最终要落实到村庄社区场域，通过村民出让农业灌溉水权，换取工业项目的用水权。在

清水区，为了顺利推进水权转换，鼓励村民积极转让灌溉水权，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

积极促进村民转产转业，实现其由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换；第二，从强耗水工业项目中提取部分资金

用于灌区渠道衬砌等节水改造工程建设。 

然而，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到清水区投资的工矿企业大多带着其原所在省的工人过来，很

少雇佣清水区当地人。由于工资低、工作量大，加之文化程度不高、技能缺乏等原因，清水区当地人

自身也不愿意到这些工矿企业工作。因此，村民的转产就业并不顺利，绝大部分村民依然需要靠农业

经营为生。此外，渠道衬砌等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进行得也不顺利。企业支付的节水改造资金不直接补

贴给农户，而是被纳入地方政府财政，交由地方政府调配。然而，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

的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尤其是 2006 年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能够获得和支配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

                                                  
①本文对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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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谋利倾向（杨善华，2009）。调查发现，在清水区节水改造工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

资金被不同利益部门分割，最终分配到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款项已经不足以保障渠道衬砌的顺利开展。 

清水区的水资源总量固定，每年通过国家制度性配给获得 5000 万立方米。在水资源总量不变的

前提下，工业用水量增加就意味着农业用水量减少。为了节约更多的水资源，顺利推行水权转换工作，

同时也为维持农业生产，当地政府开始强力推行农业节水方案，在农业水权分配上实行“水权限额”

政策。“水权限额”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限制耕地总量。以 2008 年耕地面积统

计量为标准，对村民新开垦的耕地不再确权登记，也不提供灌溉用水。其次，按照农作物种类差别化

分配水权。由于不同农作物的需水量不同，地方政府结合农作物自身特点以及灌区水资源总量，对不

同农作物进行差别化水资源配置：一个生长周期内，玉米配水 540 立方米/亩，葵花配水 420 立方米/

亩，西瓜配水 340 立方米/亩。因为玉米耗水量比其他农作物多，为了尽可能多地结余水资源，清水区

政府规定，在村民的实际种植面积中，玉米种植比例不得超过 50%。最后，按照每户实际耕地面积的

80%配置水资源，剩余 20%不予配置水资源。  

在地方政府一系列清晰、明确的水权安排中，正式制度设计将灌区共有的集体水权明晰化为各家

各户的私人水权。按照以上严格的政策规定，每家每户实际分配到的用水量以及种植结构等基本清晰，

可以量化。然而，在查村，笔者发现，与政府“水权限额”政策的预期结果不同，村庄内基本上不存

在 20%的耕地无法施灌的村民，很多村民家的玉米种植比例也高于 50%。并且，这种背离政策规定的

现象并未造成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明显冲突。出现这种现象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在每户用水指标固定的

情况下，村民是如何突破正式制度的限制从而获得额外灌溉用水的？ 

对此，笔者将基于查村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案例，分析相关主体在“水权限额”制度下，如何通过

一系列社会行动，实现社区水资源治理的动态平衡，并建构出“关系水权”的运作逻辑。下文的案例

分析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个体层面的水权实践，考察村民如何通过彼此间的互惠、合作与

交换来实现符合自身水权诉求的水资源配置；二是社区层面的水权实践，考察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对地

方水权管理制度的应对策略，特别分析村干部如何通过人情与庇护等方式，实现社区内部水资源治理

的动态平衡。  

三、水权的社区实践：查村的案例分析  

在中国乡土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水权问题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只要有农田灌溉，就存在水

资源利用与管理以及由此衍生的水权问题。因此，灌溉水资源的权利界定、管理规则制定及其制度实

践一直受学界关注。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查村灌溉水权的社区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治理”

属性。地方政府的水权转换政策将总量有限的水资源一分为二，引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对水资源的

竞争性使用。“水权限额”这一灌溉管理制度进一步限制了村民的灌溉水权，村民无法通过正式制度设

计获得足够多的灌溉水资源。为了满足并维护自身的用水需求，在水权的社区实践过程中，村民通过

对水权进行“关系性”运作来获得灌溉水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于村庄社区中的“共同体意识”

“关系”“人情”等，成为詹姆斯·C·斯科特（2007）笔下的“弱者的武器”，为村民在正式制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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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获取额外的灌溉水资源提供了条件。 

（一）村民个体层面的水权实践 

由于玉米的价格相对较高且稳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村民更愿意通过大面积种植玉米来增加

收入。为了突破玉米种植比例不得超过实际种植面积 50%的制度限制，村民以指标倒换的方式对水权

正式制度进行非正式运作。所谓指标倒换，即一户村民将自家得到的玉米种植面积指标部分或全部转

移给另一户村民的行为，以间接实现水资源使用权的转移。由于某些原因①当年不想种植玉米的村民通

过指标倒换，将自家玉米种植面积指标部分或全部私下转移给其他村民，就可以实现某些村民想多种

玉米的愿望。 

需要注意的是，村民个体层面上的指标倒换得以成功操作的条件有以下两个：一是村民自己能够

找到进行指标倒换的合适人选；二是倒换指标双方所承包的土地分布在同一条斗渠②旁。这是因为每年

给村庄配置水资源是以斗渠为单位进行的，每条斗渠的配水总量是一定的，而不同斗渠之间所配水量

并不相同，如果和承包地分布在其他斗渠灌溉范围内的村民倒换指标，则无法保证灌溉的顺利进行。

因此，村民个体层面上的指标倒换需在保证自家承包地所在斗渠配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即指标

只能在同一条斗渠灌溉范围内倒换。为成功进行指标倒换，村民需在斗渠长（下文简称“斗长”）③统

计当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各种农作物种植比例之前，充分调动自身的社会关系资源，在自家承包地所

在斗渠灌溉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指标倒换人选。诚如受访者所言，想要多种玉米的村民要提前多方打听，

双方私底下协商好（自家亲戚和邻居通常是最优人选），然后一起向斗长上报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各种

农作物种植比例。 

除了限制玉米种植比例外，当地政府按照每户实际耕地面积的 80%配置水资源，对剩余 20%的耕

地不予配置水资源。为突破这一制度限制，在可操作范围内多上报耕地面积是大部分村民的又一策略

行为。例如，访谈个案罗某家共有耕地 90 亩，但在斗长的土地登记册上，其登记的耕地面积为 120

亩，这多出来的 30 亩即为虚报的耕地面积。因为灌溉用水按照土地登记册上耕地面积的 80%来配置，

因此，即使削减掉 20%，罗某家依然可以分配到 96 亩耕地的用水指标，对于实际耕地面积为 90 亩的

罗某家来说，这些用水指标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其灌溉需求。村民虚报耕地面积虽然可以得到额外的用

水指标，但也需多付出一定的成本：一是多付水费，二是多出义务工清理灌溉渠道。不过，对于大多

数村民来说，他们宁愿多付水费、多出义务工，因为与最后的实际收益相比，多付出这些都是值得的。 

                                                  
①通过访谈了解到，村民不想种玉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玉米生长周期长，较之于清水区主要种植的其他

农作物，不仅灌溉次数多，而且成熟时间晚，比较费功夫；第二，有的村民虽然有承包地，但因质量差等原因没有耕种，

承包地被撂荒，有剩余的玉米种植面积指标；第三，干旱、虫害等外在自然因素的影响。 

②清水区的灌溉水渠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斗渠直接与农户的承包地相连，是用来承载灌溉用水的渠道。 

③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斗长的职权包括：第一，负责所管斗渠灌溉范围内耕地面积的统计工作，对村民种植的农作物种

类、种植面积等进行登记；第二，按村民的用水计划收取水费；第三，为村民配置水资源，安排灌溉；第四，引导村民

调整种植结构；第五，组织村民按时按量完成渠道清淤及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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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非正规行为，村民倒换玉米种植面积指标、虚报耕地面积得以实现

的基础是什么？村集体和当地政府难道不会对村民的实际种植结构和实际耕地面积进行核实吗？究竟

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和机制，将村民个体层面的水权实践上升为村庄整体层面的集体行动，并使村内

灌溉秩序得到有效运行？ 

（二）村庄整体层面的水权实践 

灌区的水资源首先由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分配到各斗口，斗口以下的水资源配置工作则由斗长

完成。从统计整个斗渠灌溉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村民各家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及其面积，到水资源配置

以及水费收取等诸多环节，斗长都参与其中并发挥关键作用。每年年初，村民以户为单位把当年要种

植的农作物种类及其面积上报给承包地所在斗渠的斗长，斗长以此为依据统计出每条斗渠的配水总量

后上报至相关政府部门。正因为斗长在社区水资源配置中具有以上较多职权，水权的社会实践在村庄

层面才得以围绕斗长展开，这体现为斗长对村民指标倒换、虚报耕地面积行为的庇护以及在村庄层面

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耕地面积的整体协调配置。   

指标倒换作为村民间的一种互惠式交换行为，是一种不同于正式制度的非正式的资源配置方式。

然而，在指标倒换过程中，政府与村民之间并不是直接对话关系，双方需借助斗长等基层干部完成上

传下达的工作。这意味着，村民之间的横向互动需要在基层组织的庇护下才能发挥效力。对于想倒换

指标并且私底下已经协商好的村民，斗长会尽量帮助他们调整相关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比例；对于想

倒换指标但是私底下没有协调成功的村民，斗长在统计完整条斗渠灌溉范围内各类农作物种植面积和

比例后，在保证该斗渠灌溉范围内玉米种植比例不超过 50%的前提下，会将剩余的玉米种植面积指标

转给想要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的村民。斗长向相关政府部门上报农作物种植情况时，会按照每户应该种

植的玉米面积和比例上报，而不上报已经倒换过指标的现实情况。这样一来，相关政府部门会将水足

额分配到各斗渠，斗长再负责协调村民之间具体的灌溉事宜。 

与指标倒换类似，村民上报耕地面积也并不能随心所欲，想报多少就报多少，斗长利用实际耕地

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之间的差额对其进行调控。村民的耕地面积必定有多有少，各不相同。并且，部

分村民的土地证上虽然登记了一定量的土地，但可能并没有耕种或只耕种了一部分。以查村某一条斗

渠为例，该条斗渠灌溉范围内相关土地证上登记的耕地面积合计为 2260 亩，但实际种植面积为 1980

亩，这多出的 280 亩就给了斗长可操作的空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斗长会将一些村民多报的耕地面

积分摊到种植面积少或只登记实际不种植的村民名下，这与其在村庄层面对指标倒换进行整体协调中

所遵循的逻辑类似。通过这种方式，斗长对斗渠灌溉范围内的耕地面积和玉米种植面积进行平衡，并

最终实现社区层面水资源动态供需平衡。 

斗长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灌溉管理制度执行的“代理人”，斗长在村内协调安

排村民灌溉用水；另一方面，斗长本身也是村民，需要面对熟人社会中的人情请托，同时还作为基层

干部担负着村民“保护人”的角色。这种集“代理人”与“保护人”于一身的角色使斗长发展出一套

独特的行动逻辑：既执行政府下达的各项灌溉管理制度，又在制度缝隙中寻求突破，通过各种途径帮

助村民获得“关系水”。然而，斗长对待村民也并非一视同仁，处于斗长关系网络中的村民更具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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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获取上的优势。例如，查村村主任曾某共有承包地 200 多亩，但从未因灌溉用水不足发生过缩减种

植面积的情况；而普通村民李某，即使只有 40 亩承包地，却因为灌溉用水不足实际的种植面积只有

32 亩。这种情形即为斗长选择性地运用自己的庇护权力的结果。 

四、“关系水权”：水权运作的社会逻辑 

灌溉水资源属于乡村社会的公共物品。长期以来，以传统村庄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水权是以村民共

有、共享与共用为特征的集体产权，其实质是一种共有产权。然而，随着当前中国以产权明晰化为导

向的水权制度建设的推进，乡村社会的水资源治理日益演化为一种由地方政府主导配置的“准私有”

实践，这直接影响到村庄社区内部的水权运作。在查村，虽然村民难以参与到地方政府主导的水权转

换过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民在水权建构中缺位。在村庄社区场域，村民通过“关系水权”的

运作，对“水权限额”制度进行非正式的调整，以满足自身的水权诉求。 

（一）查村“关系水权”的运作逻辑 

查村“关系水权”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村民的灌溉管理实践中，是一种共有和共管的公共

产权在“准私有”实践过程中，以村庄社区为中心演绎出的一种非正式的水权配置方式。综合来看，

查村“关系水权”中的“关系”主要包括两类关系：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村民

的庇护关系。  

所谓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指的是村民通过倒换玉米种植面积指标、虚报耕地面积等方式，

在实现彼此水权诉求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互惠式关系。在这种合作、交换关系中，村民并不期待

得到即时的、等价值的回报，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关系人情等使村民可以在彼此间的长期

互动中期待获得付出与回报上的相对平衡。例如，获得了额外玉米种植面积指标的村民，在玉米指标

出让方未来需要相应指标时，有予以提供的义务。村干部对村民的庇护关系则是以斗长为核心的村干

部利用自身具有的资本优势等，为村民倒换指标、虚报耕地面积等提供庇护的一种特殊人情关系。在

这一过程中，村干部不仅可以在正式制度缝隙中维持整个村庄社区用水量的动态平衡，而且还能赢得

村民的信任和忠诚、社会声誉等社会性回报。值得注意的是，与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产权明晰到户、确

权到户从而最终实现“水权明晰”的制度设计不同，“关系水权”使水权在村庄社区成员间的具体分配

变得模糊，在通过斗长开展的指标倒换中，倒换双方具体是谁并不一定明确，倒换后水资源的受益者

具体是谁也并不一定清楚。 

以村庄整体为单位，村民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交换，借助村干部的庇护，在正式水权制度安排之

外，对水权进行非正式运作，即为“关系水权”的运作逻辑。“关系水权”既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村

民的实际用水需求，又能避免与正式水权制度正面冲突。正如折晓叶（2009）谈到的，各自具有独立

产权诉求的个体行动者被嵌入村庄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中，使整个村庄社区进行着一种有秩序的集体行

动。而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营造了一个“风险共担”的环境，整个村庄社区进入一种“法不责众”的

集体情境（折晓叶、陈婴婴，2005）。在这一过程中，集体情境中的个体行动者致力于维系并扩大彼

此间的关系，因为“关系水权”深植于行动者的互动网络中，个体间的关系网络越稳定、规模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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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利于个体水权诉求的实现。 

（二）“关系水权”与正式制度的共生性 

在查村灌溉水权的社区实践过程中，政府的水权分配政策是一种正式的产权制度，“关系水权”

是一种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在现实情景中，正式制度能否得到认同与执行，依赖于这一制度设计能否

满足制度承受者的实际需求。作为一种社区内生性的水权实现方式，“关系水权”与正式水权制度是一

种共生关系。 

两者的共生性表现如下：一方面，水权的正式制度设计在村庄社区中能否得到落实，依赖于“关

系水权”对正式制度的调试，倘若仅依靠正式制度本身，村庄社区并不能建立起能正常运转的灌溉秩

序①。当地方政府对农作物种植面积和玉米种植比例所做出的统一、固化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村民的现

实需求时，村民在总体上执行制度有关要求的同时，通过倒换玉米种植面积指标等方式，在社区内部

根据具体情况对农作物种植面积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另一方面，“关系水权”的自我创造和维持依赖

于正式制度的包容性和其中的政策缝隙，这为水权的非正式运作提供了操作空间。村民倒换指标、虚

报耕地面积等行为之所以能实现并得以维持，一是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过于严格地核实村民各类农作

物的实际种植情况及耕地面积情况；二是因为正式制度赋予了斗长在村庄社区层面的灌溉管理职权，

使其可以为村民的指标倒换等行为提供庇护。 

（三）“关系水权”运作的均衡性与非均衡性 

“关系水权”的运作具有双重性，对灌溉水资源治理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影响，表现出均衡性

与非均衡性两种属性。如前文所述，村民在水权运作方面的某些策略并没有破坏政府整体上的水权分

配制度，却可以结合其个体的具体种植情况，满足其对灌溉用水的现实需求。这是“关系水权”运作

均衡性的表现。 

“关系水权”运作非均衡性的表现是个体理性造成了集体非理性后果。在地方政府的水权分配方

案中，共有水权都被清晰分割，村民可获得的“私有”水权量清楚明了、具体可测。这种几乎“固化”

的水权设计强化了村民自身的水私产意识。然而，作为一种流动性资源，水资源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方面，水的流动特点使水权与地权、林权等不同，水资源必须在适宜的时间被及时利用才能发挥其

效益，即水权具有时效性。另一方面，水的流经特点使水资源在使用上具有先后顺序，不仅包括村庄

社区间的先后顺序，也包括村民个体间的先后顺序。因此，在灌溉过程中，村庄社区之间、村民之间

需要就取水时间、取水量以及灌溉顺序等达成合作协议。而一旦这种合作协议在某一节点被破坏，便

会造成“关系水权”运作上的非均衡性。 

                                                  
①此处所说的“落实”并不一定指一丝不差地按照正式制度设计的安排严格执行，对正式制度进行适合自身需要的调试，

使正式制度保持形式上或者说整体上的贯彻，也属于政策落实的范畴。从查村水权利用与管理案例来看，虽然有“关系

水权”存在，但是，水权分配的正式制度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从整体上规定着整个村庄社区的水权分配，村民也只能

在正式制度框架内对水权进行关系化运作。正式水权制度与“关系水权”同时运行时，整个村庄才能保持灌溉秩序的正

常运转。 



“关系水权”与社区水资源治理 

 - 10 - 

例如，某一村民在灌溉过程中的取水量超出了自身可获得的指标而其他村民又没有减少相应的取

水量时，社区层面水资源配置的平衡就会被破坏，超水量灌溉同时也会延长农作物灌溉时间和灌溉轮

期。随着这种非均衡性行为的累积，农作物灌溉轮期便会被拖延得越来越长。从查村的实践看，原本

16 天的灌溉轮期，在大家的“集体合力”下曾被拉长到 28 天，部分农作物因长时间得不到灌溉而被

旱死，灌区农业欠收情况也时有发生。这说明，虽然“关系水权”的运作能够维持村民当下时段的灌

溉，却将村庄社区内部水资源的有效治理押注在这一集体公产的代理人——斗长身上。一旦斗长无法

在村庄整体层面协调水资源配置，那么，“关系水权”的运作就会演化为“个人主义的悲剧”，带来整

个灌区的水资源危机。 

五、总结与讨论 

查村水权实践案例表明，尽管水资源配置是一项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但水权不能被当作一个简

单的经济或制度问题来处理，相关社会实践赋予了水权更深刻的内涵。水权运作不仅遵循市场水权、

权力水权的逻辑，还遵循基于社会关系法则的“关系水权”逻辑。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水权转换”过

程中，部分农业灌溉水资源被转变为工业用水，而农业水权的权利主体——村民却因“水权限额”面

临灌溉用水短缺问题。为满足自身的水权诉求，在村庄社区场域，村民通过“关系水权”的运作获取

制度外的额外灌溉水资源。基于“关系水权”的运作，查村村民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水权的社会建构方

式，同时也在实践和丰富着当代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 

作为社区内生性的水权实践方式，“关系水权”是一种与水权正式制度共生的非正式产权制度安

排，是村庄共同体对正式制度的适应机制。同时，“关系水权”也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是村民在村干

部的庇护下，凭借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对水权进行重新界定，实现自主治理的实践逻辑；是以集体

为单位进行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控制实践。“关系水权”的逻辑表明，在公共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过程

中，物与人的关系是表，附着在物之上的人与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体现了产权问题的本质与

核心。“关系水权”将水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实现包括水在内的流动性自然资

源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有利于深化、拓展公共池塘资源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系

水权”的运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关系水权”可以帮助村民获得制度外的额外灌溉水资源，

满足自身的灌溉用水需求；另一方面，“关系水权”也存在由不均衡性造成的水权纠纷及灌溉用水危机。

面对以上情况，如何在政府治理与社区自主治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满足村民的实际用水需求，成为

当前农村集体水权制度改革的关键。 

在研究集体林权纠纷时，朱冬亮（2013）提出，应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

将“村庄社区产权”作为一种有别于集体产权的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发挥村民在村庄社

区产权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这种产权改革思路给本文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发。“关系水权”的实践逻

辑已经表明，在行政力量涉足范围外，道德、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可以发挥维持区域共同体

内生秩序的功能。因此，接下来的农村水权制度改革应该因地制宜地凸显村庄社区和村民的主体能动

性，将“关系水权”中的积极因素制度化，赋予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最终在“社区水权”层面实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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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从水资源治理的历史嬗变看，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组织依托的水资源社区自主治理作为一种协商

民主式的水资源治理方式，在理论上应该是一条提高村民参与灌溉管理能力、实现社区水资源有效治

理的途径。然而，与西方社会基于长期的私有产权实践和健全的社区自治所发展出来的公共资源社区

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现有的农民用水户协会在性质上模糊，更多地体现为是灌区下属的管理机构，而

非“社区水权”的代理人。因此，在集体水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想充分发挥农民用水户协会的作用，

长期维持一个由规则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体系，政府需改变在灌溉水资源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由

以前的主导变为引导。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赋予村庄社区充分的自主权，允许村庄社区成员自主决

定如何处置水权，包括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彼此互惠式的水权交换，甚至包括借助市场手段实现水权在

社区内部的交易等。 

水、森林、草原等公共资源的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经典课题。这类资源的产权制度在社区实

践过程中遭遇阻力或困境，并非仅由正式制度的缺陷或地方政府自身因素所致，其背后有复杂、多元

的社会机制。因此，“关系水权”除了对当代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和社区水资源治理有启发外，还对森

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与治理模式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提出要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应继续强化村庄社区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

作用，尊重并重视村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挖掘乡村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规范、地方性知识等非

正式制度因素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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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and Communit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Cha Village 

Shi Tengf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munity practice of water rights and their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are embed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the irrig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villagers. The “relationship” in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include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mong villagers and a patronage relation between village cadres and villagers. As 

an informal arra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form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mal water rights 

system, being an adapt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t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represents a self-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refers to a kind of practical logic in which villagers make use of the patronage 

relation with village cadres to redefine water rights by their own social capital, and realize self-governance of community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operation of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ith both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its operation can help villagers to get extra water resources outside the formal system to 

meet their own water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cause water rights disputes and irrigation water crisis because of uneven 

utilization. The reform of water rights should highlight main initiatives of the community and villagers, support water user 

associations, institutionalize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and finally establish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water resources at the level of “community water rights”. 

Key Words: Water Rights Operation; Community Practice; “Relationship Water Rights”; Water Resources Governance 

 

 


